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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是近十年来组织行为

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相较于已得到广泛探讨的 UPB 形成机理研究，当前关于 UPB 的影响

效应研究还相对有限，且主要聚焦于领导 UPB 对员工的影响，以及自我反馈下 UPB 对行为

者的影响。借鉴并受到对应推论理论(correspondent inference theory)和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中有关观点的启发，构建了一个同事间围绕 UPB 的社会互动模型。模型指

出，观察者在看到同为员工身份的行为者实施 UPB 后会对此进行结果预期和动机归因，继

而在观察者正直性的调节下引发相应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进一步地，行为者在接收到观察者

对其 UPB 的行为反应后会对这些反馈背后的意图进行解读，进而影响其后续行为变化。最

后，从观察者对 UPB 的道德判断、与 UPB“不道德”属性有关的认知评价、UPB 行为者行为

变化的过程机理等方面提出理论模型的拓展方向。 

#$%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观察者反应, 社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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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企业道德丑闻层出不穷。远眺世界，为人所熟知的有美国安然的财务造假

事件、日本三菱的燃效篡改事件。近观我国，2008 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至今让国人对国产奶

粉心有余悸；十年后的 2018 年，长生疫苗事件再次绷紧了国人的神经。这些频频曝光的企

业道德丑闻充分显现出商业社会中不道德行为的普遍性和严重性(陈默, 梁建, 2017)，也促使

组织行为学界对组织中的不道德行为展开了大量研究(Treviño et al., 2014; Veetkazhi et al., in 

press; 谭亚莉 等, 2012)。其中，作为一种特殊的不道德行为，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是近十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之一。 

UPB 是个体为了使组织获益而采取的不道德行为，例如夸大宣传组织的产品、隐瞒组

织的负面消息等(Umphress & Bingham, 2011; Umphress et al., 2010)。自 UPB概念提出以来，

学界已对 UPB 的形成机理展开了广泛研究(Mishra et al., in press; 程垦, 林英晖, 2019; 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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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等, 2018; 严秋斯 等, 2021)，但对于 UPB 影响效应的考察则相对有限。当前，UPB 的影

响效应研究主要探讨了 UPB 对观察者(observer)的影响与 UPB 对行为者(actor)自身的影响这

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在对观察者的影响方面，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员工对领导 UPB 的反应；

相关研究发现，看到领导采取UPB 会促使员工也采取不道德行为(包括UPB)(Fehr et al., 2019; 

Lian et al, 2022; Wen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18; 孙旭 等, 2020)。在对行为者的影响方面，

现有研究发现，UPB 会诱发行为者的内疚、自豪、焦虑、道德推脱等心理，进而导致不同

的行为转变，例如指向顾客和组织的公民行为、建言行为和私利性不道德行为等(Liu et al., 

2021; Tang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22; 张永军 等, 2020)。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

们对 UPB 影响效应的认识，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首先，目前的 UPB 人际影响研究侧重于探讨员工对领导 UPB 的反应，忽视了 UPB 在

同事间的社会互动机理。诚然，领导是员工在组织中的重要互动对象，但同事亦是员工所处

环境的构成要素，其言行举止对员工具有重要影响(O’Fallon & Butterfield, 2012; Robinson et 

al., 2014)。同时，相较于上下级，同事间往往有着更频繁的沟通和更平等的地位关系。这些

人际特征使得员工在观察到同事 UPB 后，可能会有更加深入的分析，以及出现一些不同于

面对领导 UPB时的反应。因此，我们认为，从同事间互动的角度切入，探讨员工对同事 UPB

的心理与行为反应，将是对 UPB 人际影响研究的有益补充。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同事本身

也是员工身份，如果采用“同事”与“员工”这组用语，有可能会造成理解上的困扰，所以在后

续行文中，除了保留“同事间”这一表达之外，其他地方我们已统一采用“行为者”和“观察者”

这组用语；其中，“行为者”指代的是“同事”，而“观察者”指代的是“员工”。 

其次，现有研究在探讨 UPB 对观察者的影响时较少关注具有 UPB特色的作用机制(Wen 

et al., 2020)，且忽视了观察者对 UPB 的感知(perception)在 UPB 人际影响过程中的作用。“寻

求理解”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个体会对他人的行为做出何种反应取决于其如何解释他人

的行为(Heider, 1958)，而个体对他人行为的解释正是归因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为一种较有影

响力的归因理论(Lipe, 1991; 徐世勇, 2019)，对应推论理论认为，个体在解读他人行为时常

常会从行为及其结果来推断行为背后的动机(Jones & Davis, 1965)。1由此可见，行为的结果

与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个体对他人行为的重要感知内容。受此启发，我们推测，观察者也可能

会从 UPB 的结果与 UPB 背后的动机这两个方面对 UPB 进行感知，而 UPB 的结果与 UPB

 
1 对应推论理论具有丰富内容，其完整的核心逻辑链是：在看到他人行为及其结果后，个体会对他人的动
机或意图进行解读，进而推论出他人的特质(Jones & Davis, 1965)。相较于观察者对 UPB结果与背后动机的
感知，观察者对 UPB行为者的特质推论与 UPB特色(详见后文)的关系不甚紧密。因此，我们在此处只引述
了对应推论理论的部分观点，在后续研究构想中亦没有将观察者对 UPB行为者的特质推论纳入研究考量。 

ch
in

aX
iv

:2
02

20
3.

00
06

4v
1



 

 3 

背后的动机恰好正是 UPB 区别于一般不道德行为(例如盗用公款)的特色所在。具体而言，

在结果上，UPB 常常短期内有利于组织(王桃林 等, 2020)，可使行为者获得组织的优待(王

晓辰 等, 2018)；在动机上，UPB 背后蕴含有亲组织动机(程垦, 林英晖, 2019)。因此，我们

认为，基于观察者感知的角度，探讨“UPB 会带给行为者什么影响”2与“行为者为何要采取

UPB”这两个与 UPB 特色紧密相关的问题，将有助于深化对观察者如何响应 UPB 的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在解析前一个问题时将主要关注观察者预期的 UPB 结果，而非已显

现的结果。3原因有二：其一，社会认知理论指出，预期的结果亦会对观察者产生重要影响

(Bandura, 1986)；其二，由于绩效评价具有一定周期，致使 UPB 结果的显现存在延迟性，而

现实中许多观察者在看到 UPB 后很可能就已做出预判并采取相应行动了。 

最后，已有研究在探讨 UPB 对行为者自身的影响时主要考察了行为者的特质(例如内疚

倾向、控制点等)对其 UPB 与后续反应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Tang et al., 2020; 张永军 等, 

2020)，而对于环境边界则缺乏足够的关注。显然，个体行为决策会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现实中，这些环境因素就包括了行为者接收到的对其先前行为的反馈(Wee et al., 2017)。由

此可以推测，观察者对 UPB 的行为反应可能是 UPB 行为者后续行为决策的重要环境边界。

那么，观察者的行为反馈会如何影响行为者的行为变化？对应推论理论指出，个体常常会通

过他人行为来推断他人行为背后的意图(Jones & Davis, 1965)，而不同的意图解读往往会引发

不同的行为反应。受此启发，我们认为，观察者对 UPB 的行为反应透露了观察者对 UPB 及

其行为者的态度，而行为者对观察者行为反应的解读有可能会影响行为者的后续行为决策。

深入探讨观察者对 UPB 的行为反应在行为者行为动态变化中的反馈效应，不仅能拓展 UPB

对行为者自身的影响研究，而且还能在 UPB 的人际影响研究与 UPB 对行为者的影响研究之

间搭建起对话的桥梁，进而更有利于把握 UPB 在同事间的社会互动机理。 

综上所述，借鉴并受到对应推论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中有关观点的启发，本研究拟从结

果预期、动机归因和意图解读这三个方面，探讨观察者对 UPB 的反应及其反馈效应。具体

而言，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如下：第一，观察者对 UPB可能带给行为者的结果会有怎

 
2 由UPB的定义可知，受UPB影响的主体至少涉及受害者、行为者和组织三方(Umphress & Bingham, 2011)。
但本研究只关注 UPB的一部分影响，具体选择及理由如下：(1)鉴于 UPB对受害者的影响不具有 UPB特色，
故我们没有将此纳入研究考量。(2)UPB 会对行为者产生诸多影响，但从观察者的角度看，相较于 UPB 对
行为者后续行为的影响(Tang et al., 2020)或 UPB对行为者家庭领域的影响(Liu et al., 2021)，以 UPB对组织
的影响为基础的 UPB对行为者的影响更可能会是观察者所感知的主要内容，例如行为者是否会因其所采取
的 UPB而得到奖励以及能得到多少奖励。因此，就 UPB对行为者的影响而言，本研究将主要关注以 UPB
对组织的影响为基础的 UPB对行为者的影响。(3)鉴于本研究在探讨 UPB对行为者的影响时已涉及对 UPB
指向组织的影响的分析，以及考虑到身份地位的相近性可能会使观察者对 UPB指向行为者的影响有更强烈
的反应(相较于对 UPB指向组织的影响的反应而言)，故我们没有将 UPB对组织的影响单列出来进行探讨。 
3 对应推论理论中的行为结果一般是指已显现的结果，但对应推论理论并没有否定预期结果的可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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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预期，进而会导致怎样的反应？第二，观察者在看到 UPB 后会进行怎样的动机归因，

进而会引起怎样的反应？第三，在接收到观察者对 UPB 的行为反馈后，UPB 行为者会对此

作何解读，进而在将来会做出哪些行为调整？通过解答上述问题，我们希望本研究不仅能在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 UPB 影响效应研究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 UPB

在同事间的社会互动机理，从而为组织有效管控 UPB 提供一些科学建议。 

2  %&'( 

本研究旨在探索 UPB 在同事间的社会互动机理。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总体研究框架，拟探讨：(1)结果预期视角下观察者对 UPB 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浅黄色

虚线框部分)；(2)动机归因视角下观察者对 UPB 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浅绿色虚线框部分)；(3)

意图解读视角下行为者基于观察者反馈的行为动态变化(浅蓝色虚线框部分)。 

 

 

 

 

 

 

 

 

 

 

 

 

图 1  总体研究框架 

2.1 )*+,-./01234567 UPB89:;<=>? 

2.1.1 <=68 UPB;4568-./0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在观察他人行为时的心理变化是以认知过程为中介的(Bandura, 

1986)，而结果预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环节，指个体对某一行为带给行为者的结果 

的认知估计(Manz & Sims, 1981)。那么，观察者在看到 UPB 后会认为这一行为可能带给行

为者怎样的结果？我们认为，要想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知道 UPB 会给组织带来什么结

研究一 

观察者的 
正直性 

观察者对 
行为者 UPB 的 
亲组织动机归因 

观察者对 
行为者 UPB 的 
利己动机归因 

观察者的 
道德愤怒 

观察者的 
道德推脱 

观察者对行为者的 
职场负面八卦 

行为者的 
UPB 

观察者预期行为者 
因 UPB 而获得的回报 

观察者的 
UPB 

行为者的指向观察者的 
组织公民行为 

行为者 
后续的 UPB 

研究二 

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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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是因为：个体因其行为而得到的结果(例如奖励或惩罚)是组织所赋予的，而组织往往

是根据个体行为对组织的影响来决定如何对待个体(Vroom, 1964)。基于现实经验，UPB 在

短期上往往可以给组织带来一些好处，但从长远看则有可能会损害组织的长期绩效(王桃林 

等, 2020)。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 UPB 对组织的短期影响，并认为这是观察者对 UPB

的结果预期得以形成的主要基础。这是因为：相较于 UPB 与组织长期绩效的关系，UPB 对

组织短期绩效的影响要更为清晰，例如可以直观地表现为产品销量的提升等。此时，由社会

交换的互惠规范(Gounlner, 1960)可知，UPB 行为者很可能会因此而得到组织的嘉奖，且观

察者也较可能会将组织对行为者的嘉奖归功于其所采取的 UPB。相较而言，随着时间周期

的拉长，组织绩效的影响因素变得越来越多。面对下降的长期绩效，组织未必会将下降的原

因主要归咎于行为者的 UPB。此时，观察者很可能就无法清晰地推断出 UPB 行为者会从组

织那里得到什么对待，以及这一对待是否是由其采取的 UPB 所带来的。简言之，我们认为，

UPB 对组织的短期好处较可能会使行为者获得组织的奖励，这就为观察者形成“UPB可以为

行为者带来回报”的积极预期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进一步推测，行为者采取的 UPB越多，

观察者预期行为者因这一行为而获得的回报(以下简称为预期回报)也越多。 

!" 1#$%&' UPB()*&'+,-./012 

2.1.2 4568/0@A;BCD7EFG9:8HI 

Mitchell 等(2015)研究发现，在看到有人遭受辱虐管理后，观察者对受害者的排斥信念

决定了其对此事的反应：当这一信念较强时，看到受害者经历辱虐管理会引发观察者的满意

情绪；而当这一信念较弱时，观察者则会对此感到愤怒。由此可见，在理解观察者对不道德

事件的反应时，需要考虑观察者特质的影响。受此启发，我们推测，在预期行为者会因 UPB

而获得回报后，不同特质的观察者会有不同反应。本研究提出观察者的正直性作为一个描述

个体差异的变量，探讨其在观察者的预期回报与后续心理之间发挥的作用。作为一种可贵的

道德特质，正直性反映了个体坚守行为道德并保持言行一致的程度(Moorman et al., 2013; 王

婷, 杨付, 2018)。UPB 属于不道德行为的范畴，违反了主流的社会道德规范(Umphress et al., 

2010)。由此可以推测，UPB 本身以及 UPB带给行为者的好处是正直的观察者所难以容忍的。

根据道义公正理论，看到他人实施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会使观察者产生一种本能的道义

反应(Folger, 2001)。这种道义反应常常表现为道德愤怒，指个体由于获知他人违反了社会道

德规范而产生了一种生气不满的心理状态(Haidt, 2003)。因此，预期行为者因 UPB 而获得的

回报越多，正直的观察者就越可能会对此产生道德愤怒的情绪。相反，当不正直的观察者预

期行为者会因 UPB 而获得较多回报时，其可能会因此而受到鼓舞，对 UPB 进行认知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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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认为 UPB 是可以效仿的且值得效仿的，由此就触发了道德推脱机制。 

!" 2#)*&'/3456)*&'+,-.()*&'789:;<'1=2>)

*&'/34?@AB)*&'+,-.C)*&'78DEFGHI'/JKLM>)*

&'/34?NAB)*&'+,-.C)*&'78OPFGHI'/JKL2 

2.1.3 4568FG9:;<=>? 

如前所述，观察者的预期回报与正直性对其道德心理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地，观察者

的道德心理会促使其做出怎样的行为反应？一方面，根据道义公正理论以及相关实证研究，

经历道德愤怒的观察者有可能会对不当行为者采取惩罚行为，而对受害者则会采取援助行为

(Folger, 2001; Mitchell et al., 2015; O’Reilly et al., 2016)。鉴于本研究聚焦于行为者与观察者

之间的互动，故对援助行为不作探讨，而是主要关注惩罚行为。我们推测，道德愤怒有可能

会引起观察者对行为者的职场负面八卦。职场负面八卦是一种针对组织中不在场的某一成员

的负面的、带有评价性的非正式沟通行为(Kurland & Pelled, 2000)，会损害被八卦者的声誉，

导致被八卦者压力增加及自尊降低(岳文忠 等, 2015)。职场负面八卦在组织中广泛存在，在

华人组织中可能更甚。这是因为：中国人在面对人际问题时往往倾向于“冷”处理，而非公开

化(例如当众指责)。鉴于职场负面八卦具备一定惩罚功能且符合中国人际互动习惯，我们推

测，职场负面八卦可能是愤怒的观察者用来惩罚 UPB 行为者的一个高频选项。另一方面，

社会认知理论指出，道德推脱可以使个体在采取不道德行为时免受道德规范和自我谴责的约

束(Bandura et al., 1996)。目前，已有较多研究论证了道德推脱对 UPB 的预测作用(Chen et al., 

2016; 陈默, 梁建, 2017)。由此我们提出，道德推脱会促使观察者采取 UPB。 

!" 3#)*&'78DE()*&C$%&'QRSTUV/012 

!" 4#)*&'78OP()*&' UPB/012 

综上所述，研究一的理论模型如图 2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基于前述分析，本研究其实

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出若干个调节中介作用和中介调节作用的命题，但为了避免行文冗长，此

处不再论述。 

 

 

 

 

     

图 2  研究一的理论模型 

观察者对行为者的 

职场负面八卦 

观察者的 

UPB 

观察者的 

道德愤怒 

观察者的 

道德推脱 

行为者的 
UPB 

观察者预期行为者 

因 UPB 而获得的回报 

观察者的 
正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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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KLMN1234567 UPB89:;<=>? 

对应推论理论认为，在观察他人时，个体总是试图对他人以某种方式行动的动机进行解

释(Jones & Davis, 1965)。那么，在观察者看到行为者采取 UPB 后，其会进行怎样的动机归

因？对此，研究一对 UPB 结果的分析以及程垦和林英晖(2019)对 UPB 动机构成的分析提供

了一些启示。具体而言，研究一指出，UPB 不仅短期内常常有利于组织，而且也可以给行

为者带来一些回报。程垦和林英晖(2019)认为，亲组织动机是 UPB 的必要动机，但不一定

是唯一动机，利己动机也可能在 UPB 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一定的驱动作用。由此我们认为，

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动机归因很可能包括亲组织动机归因和利己动机归因两种类型。接

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两种动机归因对观察者后续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2.2.1 4568OPKLMN;FGQR 

因为 UPB 本质上是一种不道德行为(Umphress et al., 2010; 程垦, 林英晖, 2019)，所以由

道义公正理论可知，看到他人实施 UPB 会使观察者产生道德愤怒的情绪。但需要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的观察者在面对同一不道德事件(例如 UPB)时都会产生相同的愤怒反应，观察者的

愤怒水平与其归因紧密相关(赵书松 等, 2018)。Umphress 等(2013)研究发现，观察者越是对

不道德事件进行消极动机归因，其愤怒水平就越高。将行为者采取 UPB 解读为是出于利己

动机，显然是一种消极动机归因。由此我们推测，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利己动机归因程

度越高，其道德愤怒水平也越高。进一步地，由研究一的相关论述可知，当观察者经历道德

愤怒后，其可能会对 UPB 行为者实施职场负面八卦。因此，我们提出，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利己动机归因会促进观察者的道德愤怒，进而促使其实施职场负面八卦。 

!" 5#)*&C$%& UPB'WXYZ[\()*&'78DE/012 

!" 6#)*&C$%& UPB 'WXYZ[\/JKL)*&'78DEB]^_]

)*&C$%&'QRSTUV2 

2.2.2 4568STUKLMN8VWXY 

如前所述，观察者越是对行为者 UPB 进行利己动机归因，就越可能会经历道德愤怒情

绪。那么，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亲组织动机归因又会对观察者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认

为，面对 UPB，观察者的亲组织动机归因会削弱利己动机归因对道德愤怒的正向作用。中

国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中国人对做人、做事及其判断不是单从“理”的角度来考虑的，还会

结合“情”的角度进行分析(翟学伟, 2004)。从“理”的角度看，UPB 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因

而 UPB 行为者会被视为是不道德的。但从“情”的角度看，如果观察者认为行为者采取 UPB

的动机中包含有较多的亲组织动机(即为了维护或增加组织的利益)，是源于一种朴素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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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情感，那么行为者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会被观察者所谅解，由此就调和了利己动机归因

所导致的观察者对 UPB 及其行为者的负面态度，进而抑制道德愤怒的形成。 

!" 7#)*&C$%& UPB'`abYZ[\56)*&C$%& UPB'WXYZ

[\()*&'78DE;<'/J1=2)*&C$%& UPB'`abYZ[\cde

@Bfg1=eh2 

2.2.3 4568BCD8VWXY 

与赵书松等(2018)的观点相似，我们认为，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动机归因与道德愤

怒之间的关系还可能会受到观察者特质的调节。考虑到增添新变量可能会使整体研究模型变

得更加复杂，故本研究仍提出观察者的正直性作为个体差异边界，即观察者的正直性对动机

归因与道德愤怒之间的关系可能具有调节作用。如前所述，正直性是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特

质，相较于不正直的个体，正直的个体拥有更高的道德意识，对道德规范更加敏感也更加坚

持(Moorman et al., 2013; 王婷, 杨付, 2018)。因此，对于正直的观察者而言，其越是将行为

者采取 UPB 归因为满足自身利益，就越会认为这一行为是不道德的、不可接受的，进而越

可能经历道德愤怒。同时，相较于不正直的观察者，正直的观察者更坚守“道德至上”的信念

(卫旭华, 邹意, 2020)，因而更能抵御 UPB“亲组织”属性的迷惑，认清 UPB 的“不道德”本质，

由此削弱亲组织动机归因对利己动机归因与道德愤怒之间关系的调和作用。 

!" 8#)*&'/3456)*&C$%& UPB 'WXYZ[\()*&'78D

E;<'/J1=2)*&'/34e@Bfg1=eI2 

!" 9#)*&'/3456)*&C$%& UPB '`abYZ[\C)*&C$%

& UPB'WXYZ[\()*&'78DE;</J1='56ij2)*&'/34e

@B)*&C$%& UPB'`abYZ[\'56ijeh2 

综上所述，研究二的理论模型如图 3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基于前述分析，我们其实还

可以进一步推论出若干个调节中介作用的命题，但为了避免行文冗长，此处不再论述。 

     

     

 

     

     

图 3  研究二的理论模型 

2.3 )*Z,[\]^123<=6_`456>a8<=Kbcd 

观察者的 
道德愤怒 

观察者对行为者的 
职场负面八卦 

观察者的

正直性 

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的 
利己动机归因 

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亲组织动机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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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和研究二从结果预期和动机归因两个视角阐述了观察者对 UPB 的心理与行为反

应。研究三将焦点主体从观察者转至行为者，并拟基于对应推论理论，从行为者的意图解读

视角，分析观察者对 UPB 的行为反应如何影响 UPB 行为者的行为动态变化。4 

2.3.1 4568 UPB8VWXY 

研究一和研究二主要探讨了观察者的 UPB 和观察者对行为者的职场负面八卦这两种行

为反应。与此相对应，研究三将围绕行为者对这两种观察者行为反应的意图解读展开分析。

根据对应推论理论，个体常常会通过他人行为去解读他人行为背后的意图(Jones & Davis, 

1965)，而解读出来的意图常常会影响个体后续的行为表现。遵循这一逻辑，我们认为，行

为者在接收到观察者对其 UPB 的行为反应后也会对这些反馈进行解读，进而影响行为者后

续的行为变化。具体而言，当周围的观察者表现出较多的 UPB时，UPB 行为者很可能会将

此解读为观察者对自己以及 UPB 的支持，认为实施 UPB 是符合工作群体行为规范的。在这

种解读下，UPB 行为者很可能就会在将来继续保持或增加这一行为。而当周围的观察者较

少采取 UPB时，UPB 行为者有可能会将此解读为观察者对自己的间接警告，并意识到 UPB

很可能是不被工作群体所接受和认可的，由此就可能会在将来减少这一行为。 

!" 10#)*&' UPB56$%&' UPB($%&kl' UPB;<'1=2)*&

' UPBemB$%&' UPB($%&kl' UPBenS012 

2.3.2 4567<=68efghij8VWXY 

行为者不仅会对观察者的 UPB 进行解读，同时也会去解读观察者对其做出的职场负面

八卦。与对观察者 UPB 的解读相似，当周围的观察者对 UPB 行为者实施较多的职场负面八

卦时，UPB 行为者可能会认为观察者这么做是为了惩戒自己，表明 UPB 是不可取的。在这

种解读下，UPB 行为者很可能会吸取教训，降低在将来采取 UPB 的可能性。而当周围的观

察者较少对UPB行为者实施职场负面八卦时，UPB行为者就可能会认为观察者默许了UPB，

由此在将来保持乃至增加这一行为。此外，我们认为，UPB 行为者还可能会从观察者对其

的职场负面八卦中推断出其与观察者的关系质量。作为一种职场“冷暴力”，职场负面八卦的

出现往往意味着八卦者与被八卦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Cheng et al. 2022)。在以“关系取

向”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Leung et al., 

2011)。不和谐的人际关系意味着个体在组织中的社会情感需求将较难得到满足，也意味着

一种重要工作资源的损失，不利于个体的工作开展及其在组织中的长远发展。因此，当 UPB

 
4 近年来，组织行为学界越发关注个体行为的动态变化，大致可分为量变和质变两类：量变是指同一行为
随着时间推移在数量上呈现出来的变化，质变是指行为随着时间推移从一种行为转变为另一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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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者遭受较多来自观察者的职场负面八卦时，其很可能会在将来转而采取关系修复行为。

以往研究指出，采取指向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例如主动帮助遇到困难的组织成员)可以提高

人际关系质量(Podsakoff et al., 2000)。因此，我们推测，观察者对 UPB 行为者采取的职场负

面八卦越多，UPB 行为者越可能在将来转而采取指向观察者的组织公民行为。 

!" 11#)*&C$%&'QRSTUV56$%&' UPB ($%&kl' UPB ;

<'1=2)*&C$%&'QRSTUVeoB$%&' UPB($%&kl' UPBen

S012 

!" 12#)*&C$%&'QRSTUV56$%&' UPB($%&'pJ)*&'

abqr$%;<'1=2)*&C$%&'QRSTUVeoB$%&' UPB($%&

'pJ)*&'abqr$%en/012 

综上所述，研究三的理论模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研究三的理论模型 

3  )*+' 

借鉴并受到对应推论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中有关观点的启发，本研究从结果预期、动机

归因和意图解读视角，探讨了观察者在看到行为者采取 UPB 后的心理与行为反应，以及行

为者在接收到观察者对其 UPB 的行为反馈后的行为变化。本研究为理解同事间围绕 UPB 的

社会互动和管控 UPB 在组织中的人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从同事间互动的角度

丰富了现有的 UPB 理论。接下来，我们将具体阐述本研究的三个核心要点。 

第一，观察者对 UPB 的结果预期与后续反应。当前，多数 UPB 研究主要从行为者自我

知觉的角度去观测 UPB、探讨 UPB 的形成机理(Chen et al., 2016; Wang et al., 2019)以及 UPB

对行为者自身的影响(Liu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2)，而对于观察者如何感知 UPB则缺乏

足够关注。观察者对 UPB 的感知会影响其后续反应，对于理解 UPB 的人际影响机理至关重

要。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在观察到他人行为后，个体会对该行为带给行为者的结果进行预期

(Bandura, 1986; Manz & Sims, 1981)。相近的观点也出现对应推论理论之中，即行为的结果

观察者的 UPB 

行为者的 UPB 

观察者对行为者的职场负面八卦 

行为者的指向观察者的组织公民行为 

行为者后续的 U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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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对他人行为的重要感知内容(Jones & Davis, 1965)。受这些理论观点的启发，本研究从

结果预期视角阐述了观察者看到 UPB 后的心理与行为反应。具体而言，鉴于 UPB 在短期内

往往可以给组织带来好处(王桃林 等, 2020)，我们认为，观察者会对 UPB 带给行为者的结

果进行积极预期，即观察者预期行为者会因 UPB 而得到组织的优待。在这种积极预期下，

观察者看到的行为者 UPB越多，其预期到 UPB带给行为者的回报也就越多。进一步地，考

虑到不同个体对同一事件及其相关知觉的反应有时会大相径庭(Mitchell et al., 2015)，我们提

出，观察者的正直性会影响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预期回报与其后续心理与行为反应之间

的关系，即不同正直性的观察者在面对上述预期回报时会有不同的反应：对于正直的观察者

而言，其预期到 UPB带给行为者的回报越多，其越可能会经历道德愤怒的情绪，进而采取

职场负面八卦来惩罚行为者；而不正直的观察者则反而可能会被这种积极的结果预期所激

励，认为组织认可乃至鼓励 UPB，由此启动道德推脱机制，进而也去采取 UPB。上述研究

紧密围绕 UPB 的结果特征展开，解密了不同正直性的观察者在面对 UPB 及其带给行为者的

积极结果时的心理与行为反应，由此不仅丰富了当前对于观察者如何感知 UPB 的理解，同

时也响应了 Wen 等(2020)关于进一步拓展观察者对 UPB 的响应机制的号召。 

第二，观察者对 UPB 的动机归因与后续反应。如前所述，观察者对 UPB 的感知会影响

其后续反应。但遗憾的是，以往研究围绕观察者如何感知 UPB 的探讨还十分有限(孙旭 等, 

2020)。除了对 UPB 可能带给行为者的结果进行预期之外，观察者还会对 UPB 进行怎样的

感知？对应推论理论指出，个体常常可以通过他人行为的结果去推断他人行为背后的动机

(Jones & Davis, 1965)。受此启发，本研究从动机归因视角阐述了观察者看到 UPB 后的心理

与行为反应。具体而言，鉴于 UPB短期内可以给行为者及其所属组织带来一些好处(王桃林 

等, 2020)，同时借鉴程垦和林英晖(2019)对 UPB 动机构成的分析，我们认为，观察者在看到

行为者 UPB 后会进行混合性的动机归因，包括利己动机归因和亲组织动机归因两种类型。

其中，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利己动机归因会促进观察者的道德愤怒情绪，进而促使其采

取职场负面八卦来作为对 UPB 行为者的道义惩罚，而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亲组织动机归

因则会弱化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利己动机归因与道德愤怒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地，基于

组织行为学的权变观点，我们认为，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动机归因对其道德愤怒的影响

程度很可能会因人而异。相较于不正直的观察者，正直的观察者坚守道德规范，秉持“道德

至上”信念(Moorman et al., 2013; 卫旭华, 邹意, 2020)。这使得正直的观察者不仅更难容忍通

过“损人”来实现“利己”目的的行为，而且也更能在面对通过“损人”来实现“亲组织”目的的行

为时做到明辨是非。因此，观察者的正直性很可能是影响其利己动机归因与道德愤怒之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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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及亲组织动机归因调节作用的重要因素。上述研究紧密围绕 UPB 的动机特征展开，揭

示了观察者对行为者 UPB 的不同动机归因类型在观察者后续反应中的不同作用，由此不仅

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 UPB如何被观察者感知的认识，同时也为理解 UPB 对观察者的影响机

制如何区别于一般不道德行为对观察者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第三，行为者对观察者反应的意图解读与行为动态变化。现有的 UPB 对行为者自身的

影响研究主要探讨了行为者 UPB 的质变(Tang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22)，而对于行为者

UPB 的量变则缺乏足够关注。同时，当前研究在探讨 UPB 对行为者自身的影响时主要考察

了个体特质边界(Tang et al., 2020; 张永军 等, 2020)，而对于外部环境因素(例如观察者行为)

能否发挥调节作用的探索还十分缺乏。根据对应推论理论，个体常常会通过他人的行为来推

断他人的意图(Jones & Davis, 1965)，而这种对他人意图的感知往往会影响个体的后续反应。

鉴于此，本研究从意图解读视角阐述了行为者在接收到观察者对其 UPB 的行为反应后的心

理与行为反应。具体而言，我们认为，观察者在看到 UPB 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反应对于行

为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反馈，行为者可以从中解读出观察者对自己与 UPB 的态度，进而推

导出 UPB 是否符合工作群体的行为规范。如果行为者看到周围的观察者也都在实施 UPB，

那么行为者就会认为 UPB 是被工作群体认可的，进而保持或者增加后续的 UPB。相反，当

行为者发现周围采取 UPB 的观察者寥寥无几时，行为者就会意识到 UPB可能不符合工作群

体行为规范，进而在将来会减少 UPB。基于相似的逻辑，当行为者察觉到自己因 UPB 而受

到周围观察者的指指点点时，行为者可能会认为这是观察者对自己的一种警告，由此就会减

少后续的 UPB。如果行为者没有因 UPB 而受到周围观察者的非议，那么行为者就可能会保

持或者增加 UPB。此外，考虑到中国人重视维持人际和谐(Leung et al., 2011)，我们提出，

当经历较多职场负面八卦时，行为者的行为会从原先的 UPB转变为指向观察者的组织公民

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的目的。上述研究阐释了观察者对 UPB 的反应在 UPB 行为者后

续行为变化(“弃恶从善”或“继续作恶”)中的重要作用，由此不仅拓展了 UPB 对行为者的影响

研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组织层面 UPB何以发生的社会互动机理。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互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囿于有限的研究能力与特定的研究兴

趣，本研究只是从结果预期、动机归因和意图解读的视角，对同事间围绕 UPB 的社会互动

进行了刻画。若要更全面系统地把握 UPB 在同事间的社会互动机理，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对本研究进行拓展。第一，关注观察者对 UPB 的道德判断。事实上，观察者在看到

UPB 后，不仅会对此进行结果预期与动机归因，同时也会对这一行为进行道德判断，且该

道德判断是后续相关心理(即道德愤怒、道德推脱)得以形成的基础。与以往的 UPB 人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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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研究相一致(Ferh et al., 2020; Lian et al., 2022)，本研究默认观察者能识别出 UPB 是不道德

行为。但鉴于道德判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认为，未来研究仍然有必要将观察者对 UPB 的

道德判断补充进理论模型之中。第二，考察与 UPB 受害者相关的认知评价。O’Reilly 和

Aquino(2011)指出，个体在看到他人遭受不当对待时会对伤害的严重性、责备归因、受害者

的应得性这三个方面进行认知评价。不难发现，这些认知评价与受害者紧密相关，呼应的是

UPB 的“不道德”属性，而非本研究重点关注的“亲组织”属性。“亲组织”和“不道德”是 UPB

不可分割的两个属性，只选择其中一个属性作为研究起点不利于全面揭示观察者对 UPB 的

反应机制。因此，未来有必要将 UPB“不道德”属性相关的心理机制纳入到理论模型之中。

第三，挖掘 UPB 行为者行为变化的内在机理。尽管本研究从意图解读的角度探讨了行为者

的行为变化，但相较于观察者对 UPB 的反应的分析，这一探讨还不够充分。受赵君等(2019)

的启发，我们建议未来研究可深入挖掘行为者行为变化的认知与情绪路径。 

kl,感谢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王丹老师、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樊子立老师、同

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朱千林同学在文献梳理与论文写作中的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在多轮

交流中对本文提出专业、中肯且富有洞见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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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r reactions to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their feedback effects 

CHENG Ken1, WANG Yifei2, LIN Yinghui3, WANG Jing1 

(1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ield. Compared to the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UPB, 

the studies on the effects of UPB are still rather limited and mainly focus on the effect of leader 

UPB on employees and the effect of UPB on self-aware actors. Learning from and inspired by 

some views of correspondent inference theory and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we develop a social 

interaction model of UPB between coworkers. This model, in which both actors and observers are 

employees, proposes that after observing actors conducting UPB, observers will expect the effect 

of UPB on actors and attribute motives to UPB, which, then affected by observers’ integrity, may 

trigger relevant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 of observers. Furthermore, after receiving 

observers’ behavioral reactions, actors will interpret the intentions underlying beneath observers’ 

feedback, which then will affect the behavior changes of actors. In the end, we put forward som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is theoretical model in terms of observers’ moral judgment to UPB, 

cognitive appraisals related to the unethical attribute of UPB, 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behavior changes of UPB actors. 

Key words: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bserver reaction, 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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